社会资本对组织内部知识共创的影响
                        ——来自中国名医工作室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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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从社会资本视角对知识共创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辨析，提出组织内部知识共创研究模型。基于全国名医工作室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价值观对知识共创分别具有间接和直接的正向影响；职业资历负向调节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最后，对研究发现和管理启示进行讨论。---应对结论精炼陈述，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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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the studies of knowledge co-creation from the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the model of knowledge co-creati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Famous Doctor Studio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gnition of the social capital value has direct and indirect positive impacts on knowledge co-creation separately, the knowledge shar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co-creation， and career ag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is relationship. Finally,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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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通过知识管理形成持续竞争力，知识管理能力是一个组织成功的重要保障[1]。组织内部知识管理所形成的知识的获取、积累与发展，促进组织成员协同下的知识创新，提升组织知识管理的核心绩效[2-3]。科学界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的知识创造，已经从过去依靠个人知识创造模式向组织内部知识共创模式发展，知识工作者通过组织内部的协同与合作，发展组织知识创新绩效以及对外协作的组织知识基础，组织内部的知识共创已成为知识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4-7]。知识共享与知识共创是组织内部知识协同的两大核心维度，而过去对知识协同的相关研究聚焦于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相关研究尚缺乏[7]。知识共享被视为知识共创的重要构建路径，甚至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混为一谈[8]。其次，社会资本是过去组织内部知识协同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视角，但由于个人社会资本存量水平以及个人社会资本价值观等组织成员个性化的变量在研究中被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关研究结论的偏差。

1  相关文献研究

1.1  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与知识共创

知识共享是个人从所在组织其他成员那里获得知识的过程，实现知识从提供者向接受者的转移，是创造更丰富的知识基础的过程，是知识创造、创新的重要前提[8]。

    实施知识共享的组织成员对知识进行交换和讨论，意在扩大知识未来的使用价值。知识的未来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组织成员利用共享的知识进行未来的个人知识创造以及与知识共享者形成未来的知识共创，在知识创造中收益知识的使用价值。知识共享强调知识扩散与转移，而知识共创则具有明确价值创造目的，并使用共创者的知识进行新知识价值创造的活动、过程和结果[9]。知识共享追求在对异质化知识获得、理解与吸收基础上实现原有知识基础的增益化发展，而知识共创则追求在异质化知识的识别、引入与协同基础上实现新的知识成果创造。正如Alves 等[10]学者所指出的，知识共享是知识共创的基础之一，而知识共创是知识创新的主要源泉。知识共创伴随显著的新价值成果，因此与知识共享相比，知识共创更易以知识产权形式解决知识协同活动中的知识价值权益保护以及知识溢出回报等问题。

1.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包含认知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3个维度[11]。认知资本从认知视角解析了心智模型对知识协同行为的影响；关系资本从信任、承诺等关系角度解析了知识协同行为发生；结构资本则表达了社会网络中强、弱链接的分布对知识协同行为的影响。

认知资本来源于社会网络中成员之间在理解、表达和意味等方面的共识、共通。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一个人的行为部分形成并受控于社会网络中个人的认知，认知包括广泛的心智活动，例如感知、分类、参考、价值判断和情绪等。认知距离或两者之间发生认知失败导致知识不能被有效理解、学习和协同，而知识共享、知识共创等知识协同是成员间相互沟通与增强理解的活动和过程，促进建立更广泛的、更深刻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构建趋同化的心智模型，提升协同者的认知资本[12]。

关系资本聚焦于网络关系的情感属性，反映了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知到的参与责任以及愿意遵循的合作规范。关系资本的核心是信任、承诺与认同。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交换包括一系列的交互行为并产生责任，这些交互行为常常被视为相互依赖并与其他人保持行为上的一致。Dyne等[13]学者认为，组织成员之间的交互关系分为社会交换契约、心理契约和协议关系契约3种类型。社会交换契约强调交换双方基于互惠原则对对方已经履行的行为加以回报，即组织成员的知识协同行为是在其他成员类似行为发生之后，出于互惠而作出的反应。心理契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认为知识协同行为不是基于过去互惠的交换，而是对于未来回报的信任。协议关系契约作为关系契约的极限形式，更强调普遍性的公平规范且具有情感基础，认为知识协同行为是成员之间形成共同价值观而对关系作出承诺的结果。心理契约和协议关系契约很接近，但协议关系契约强调价值观的接受和内化[14]。

结构化社会资本从网络链接数量以及链接强弱等方面形成对知识协同行为的影响。联系型网络结构有利于异质化知识的转移和协同；结构洞型网络结构则利于新知识的获取，但链接之间较弱，认知资本下的有限理解导致其对知识转移和协同的支撑有限。知识共享有利于广泛弱链接的形成，而知识共创活动中的目标一致化、知识协同化以及利益分享化使得协同者之间联系强度增大。知识协同往往从建立弱链接的知识共享开始，再通过知识共创，将弱链接发展为深度协同的强链接[9]。

1.3  社会资本价值观

    认知资本对关系资本的发展以及结构化资本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而对知识协同下的社会资本价值的认知是认知资本的重要内涵之一。协同网络对个人未来成长的支持性回报形成了社会网络的价值，对该价值的理解、信任与认同构成了社会网络中人们的社会资本价值观。过去的研究大多认为社会资本促进人们的知识协同行为，但如果人们对协同网络社会资本价值收益预估不高，那么社会资本对知识协作的促进作用则弱；反之，如果人们认为该协同行为带来的声誉、友谊和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水平与可能性，那么柔性激励发挥作用，人们实施知识协同的意愿增强[15]。社会资本价值观是人们基于心理契约、协议关系契约，对当前知识协作关系可能带来的未来互惠式回报的总体判断，即对社会资本收益的评估。正向的社会资本收益评估将提升人们实施知识协同行为的意愿。

1.4  职业资历

    认知资本、关系资本以及结构资本都是经过不断积累形成的，因此社会资本既具有流量特征，亦具有存量特征。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的流量与存量特性在理论上并没有被严格区分，相关实证研究更多是基于流量的视角。人们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积累是隐含在职业资历背后的社会资本存量水平，它将通过累积化的认知资本、关系资本以及结构资本影响到知识协同。一个社会领域（例如专业化服务业）具有其自身的习惯，该领域的习惯是历史性积累沉淀在行业从业人员心中的心智模型，从业人员借助行业特定的心智模型去理解行业中的活动、行为和价值，在行业中的从业时间越长，对该行业共同心智模型的学习程度就越深[16]。这些习惯知识为那些在行业里寻求价值创造的人们提供了共同和智慧化的解释结构，通过这些共同的智慧解释结构，价值在合作者之间的定义变得可衡量和可沟通，达到一个共享的价值解释和评价[16]。此外，职业资历亦是人们关系资本、结构化资本积淀与优化过程的结果。

    过去社会资本对组织内部知识协同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3个问题：第一，知识共创与知识共享没有被严格区分，不仅知识共享的内涵与边界并不清晰、相关结论并不统一，社会资本对知识共创的影响机制也缺乏相应的研究；第二，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在研究中被忽视，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知识共创等知识协同行为的个性化特征被弱化，使得有关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三，个人对知识协同下社会资本收益水平以及风险的估计是不同的，个人社会资本价值观对组织内部知识共创等知识协同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尚缺乏。

2  研究模型与相关假设

2.1  社会资本价值观对知识协同行为的影响

     忽视个人社会资本价值观是过去社会资本对知识协同行为影响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7—18]。如果人们对社会资本收益总体评估水平低，则通过知识协同行为构建社会资本的积极性低；反之，则促进知识协同行为的实施。认知影响人们的行为，社会资本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资本价值收益的总体评估，影响人们通过知识协同行为对社会网络中社会资本构建与发展的意愿水平。社会资本价值观越积极，人们对知识协同所带来的未来社会资本收益就越信任、越偏好，实施知识协同的心理契约和协议关系契约就越强，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知识共创等知识协同行为的实施。    

其次，人们在组织中扮演不同角色。行为是对角色的表达，组织内知识协同行为是组织内部成员对自我在组织内角色的表达途径，试图通过知识协同行为构建其在组织内的理想角色[19]。人们在社会网络中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构成其在网络中的实际角色，即社会网络中的角色是基于其他成员对其过去行为的认知及其未来行为的判断。相对于实际角色，人们还存在理想角色，即通过现在和未来行为，人们不断改变自身在网络中的实际角色而接近于理想角色[20]。对社会资本的积极意识增强了人们构建、发展组织内强弱关系、获得组织认同的意愿，正向促进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与知识共创[15]。   

    本文假设社会资本价值观正向影响知识协同行为实施。

假设1：社会资本价值观正向影响知识协同行为实施。
假设1a：社会资本价值观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行为实施。
假设1b：社会资本价值观正向影响知识共创行为实施。

2.2  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影响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组织成员对组织内部的潜在知识共创者进行识别与选择[21]。伴随知识共享过程中信任、承诺与认同的建立与发展，组织内部成员从知识共享者发展为知识共创者。知识共享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过程，也是关系学习的过程。组织成员的关系资本、认知资本与结构资本通过关系的学习得到发展，奠定了知识共创的基础[22—24]。知识共享是知识共创的重要过程[8]。知识共享实施相对自由，目标主导性弱。知识共创在绩效目标以及共创者知识水平等方面具有清晰的要求，因此，共创参与者的知识创造需求、目标、态度以及能力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对于知识共创的实施以及最终的绩效水平具有重要影响[25]。在知识共享中，共享者的能力、个性、技能在社会交互中得到展示和理解，认知信任得到建立与提升，促进知识共创的建立和发展。

计划行为理论亦指出，人们对行为控制的感知影响人们对行为的实施[2]。行为控制感知既与经验有关，也与集体学习下的知识共享有关[24]。通过知识共享，组织成员对知识协同创造行为的可控感知得到增强，形成在知识共享基础上实施知识共创的积极态度。
此外，知识共享是共享参与者彼此关系专属资产的一种建立，是一种愿意维护良好关系的信号，知识共享令协作者相互依赖和提升，自我控制启动，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因此，本文认为知识共享正向影响知识共创，知识共享中介了社会资本价值观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

假设2：知识共享正向影响知识共创。

2.3  职业资历对知识协同行为的影响

    职业资历是从业者积淀专业知识、发展具有行业特征心智模型的过程。此外，大量隐性知识产生于从业经历所积淀的经验、感悟，从业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相应的隐性知识积累越多。职业资历深的组织成员在隐性知识方面比职业资历浅的成员更丰富。隐性知识很难在时空独立背景下被转移，即隐性知识需要在更密切的交互过程、更趋同的心智模型中被转移，甚至常常在没有被转移的情况下直接加入到新的价值创造中[9，26]。隐性知识是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价值共创中价值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是具有较高粘性而影响共享成效的知识，因此，组织成员职业资历越高，越偏好在组织内部网络中进行知识共创。

    其次，由于职业资历为组织成员带来了深刻的行业心智模型，而具备行业特征的心智模型对于行业内人士进行知识共创具有重要影响。心智模型趋同，既可以依托双向沟通、相互吸纳的同化路径，亦可以借助一方主导、一方从属的建构路径。如果双方知识交流、协作地位对等，那么同化路径发挥主要作用；而如果双方知识交流、协作地位不对等，则建构路径发挥主要作用。在组织内部的知识共创活动中，大量无法实现共享的隐性知识需要协同，职业资历深浅双方主次地位明显，心智模型趋同往往依赖于资历深者对资历浅者心智模型的建构。职业资历越深者对其他知识共创者的心智模型建构能力和自信越高，其知识共创信心越强[27]。

    本文假设职业资历对知识共创具有直接正向影响作用，职业资历越深，直接进行知识共创的意愿越强。

假设3a：职业资历正向影响知识共创。

心智模式发展于不断重复的协同行为，彼此能够预见行为结果以及在协同团队的不同角色。虽然心智模型趋同有利于知识协同，但如果心智模式趋同性过强，则固化了协同者角色以及个人描述、解释、预测事情的路径。知识共享有利于心智模型趋同，但来自过去知识共享的趋同心智模式将限制现在及未来的知识协同[28]。知识共创是聚集与融合不同心智模型下的知识，形成差异化知识协同下的知识创新[29]，心智模型惰性化将约束共创行为[7]。

组织内的知识分布是不均匀的，存在知识势位差，知识从高位势个体向低势位个体扩散[30]，而资历深的成员往往处于知识高位势，因此资历深者往往在知识共享中扮演知识提供者角色，而其他组织成员则多为知识接受者角色。伴随单向知识共享发展，高位势成员对低位势成员的知识范畴的覆盖增大，高位势成员对其他成员知识差异价值感知亦逐渐降低，使得资历深者对共享对象的共创选择偏好变弱[31—32]，即知识共享程度降低资历深者的共创意愿。但低位势成员由于依旧能够从与高位势成员的知识共创中获得差异化知识协同，而且知识共享建立了知识共创的关系和认知基础，因此知识共享程度提升资历浅者的共创意愿。即，职业资历负向调节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作用。此外，Ghobadi[24]指出，从业时间短的成员缺乏相关知识共创经验，其通过知识共享实现知识协同行为控制感知积累的需求比从业时间长的成员更为强烈，而高职业资历水平下的高知识协同控制感知弱化了其通过知识共享实现知识共创的路径依赖，强化了其直接实施知识共创的意愿。

关系能力是指共创者在处理共创中复杂挑战和协同的能力，是知识共创的关键要素，与共创者的经验、影响力有关[33]。知识共创常常包含众多双边协同的多边知识协同，需要共创中的核心组织者具备良好的关系能力，协调其他共创者在多边协同中的行为。职业资历浅的成员，其经验和影响力有限，需要通过知识共享这一中间路径建立合作者的信任与认同以及关系能力的发展，因此，从业时间越短，其通过共享中介实现共创的意愿越强。

假设3b：职业资历负向调节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作用。职业资历越浅，通过知识共享实现知识共创的偏好越强。
综上，得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3  实证分析

    中医医疗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一定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活动的研究代表性[34]。本文以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以下简称名医工作室）作为研究样本，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对相关研究结论进行讨论。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2016年7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向全国966家名医工作室邮寄问卷3 864份(每家工作室发放4份问卷)，截至2016年10月，共回收有效问卷1 803份，有效回收率为46.7%。

3.2  描述性分析与信度、效度检验

     职业资历、社会资本价值观、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分别在Kazadi等[33]、Wang等[15]、Chen等[12]学者提出的文献量表基础上，结合中医知识特点各形成3个测量题项。本研究的样本量为1 803个，大于题项数的10倍，满足数据分析的样本量要求。如表1所示，各研究变量测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都大于0.7，说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变量测量的组合信度（CR）大于0.7，说明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各多维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大于0.5，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P<0.01），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在0.03~0.69之间，各变量的AVE平方根都大于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隔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4个因子的累计变异解释水平到达74.9%，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水平为20.1%，说明本研究调研的同源偏差处于可控制范围。
表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α
	职业资历
	社会资本

价值观
	知识

共享
	知识

共创

	职业资历
	3.257
	1.143
	0.814
	0.715a
	
	
	

	社会资本价值观
	6.310
	0.671
	0.818
	0.051b*
	0.607a
	
	

	知识共享
	6.054
	0.801
	0.856
	0.039b
	0.688b**
	0.672a
	

	知识共创
	5.987
	0.946
	0.732
	0.089b**
	0.516b**
	0.525b**
	0.524a


注：1）a代表平均方差萃取值（AVE），b代表相关系数；2）* 为P<0.05，** 为P<0.01
3.3  路径分析

    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路径分析，如图2所示，模型的GFI=0.974，AGFI=0.962，CFI=0.978，RMSEA=0.047，χ2/df=5.0，表明研究模型具有合理的拟合水平[35]。










如表2所示，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价值观正向影响知识共创（β=0.438, P<0.01），假设1b得到支持，说明社会资本意识越强，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实施知识共创的积极性越高。社会资本价值观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共享（β=0.818, P<0.01），假设1a得到支持。
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共创（β=0.271, P<0.01），假设2得到支持。去除知识共享的中介路径，△χ2/△df>3；去除社会资本的直接路径，△χ2/△df>3，说明知识共享部分中介了社会资本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价值观通过两条路径正向影响知识共创。

    职业资历对知识共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β=0.071, P<0.01），假设3a 得到支持。职业资历负向调节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作用（β=－0.044, P<0.05），职业资历越浅，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越大，反之，职业资历越深，知识共享对知识共创的正向影响越小，假设3b 得到支持。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被职业资历负向调节表明，对于职业资历浅者，其对通过知识分享而实现知识共创的中介路径依赖性比职业资历深者更大，而知识共享的中介路径对职业资深人员的知识共创支持较小。

    在原模型基础上，增加职业资历变量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路径系数不显著，而且△χ2/△df<1，根据结构方程的简约原则，说明职业资历对知识共享没有显著影响。

表2  假设检验结果
	影响路径
	影响系数
	显著性检验
	对假设是否支持

	社会资本价值观       知识共享

社会资本价值观       知识共创
	0.818

0.438
	P<0.01

P<0.01
	假设1a得到支持

假设1b得到支持

	知识共享        知识共创
	0.271
	P<0.01
	假设2得到支持

	职业资历        知识共创

职业资历╳知识共享       知识共创
	0.071

－0.044
	P<0.01

P<0.05
	假设3a得到支持

假设3b得到支持


4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过去的研究认为知识共享是知识共创的重要路径，而本文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组织内部不同职业资历者在知识共创活动中对知识共享中介路径的依赖性不同，丰富了过去相关研究结论，亦为实践工作中如何针对不同的组织成员结构来构建知识共创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其次，本文有关社会资本价值观对知识共享、知识共创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进一步深化了社会资本对知识共创影响的相关研究；此外，基于角色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亦丰富了社会资本对知识共创影响的研究视角。

4.1  社会资本价值观促进知识共享、知识共创行为的实施

社会资本价值观是人们对通过知识协同行为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本价值的评估，这样的评估也包括人们对互惠互利规范的信任与认同。知识是竞争力的来源，而知识产权保障弱形成了知识共享的障碍，对未来支持与回报的信任是克服上述障碍的动力，而基于互惠互利信任与公平规范认同的心理契约、协议关系契约，在推动知识共享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知识共创比知识共享具有较高的成果保护水平，但在知识共创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溢出等缺乏保护的损失风险，正向社会资本价值观有利于损失风险感知降低，从而推动知识共创行为的产生。

组织应积极建设鼓励协同的组织文化、营造促进信任的组织氛围以及作出相关的制度安排，将社会资本价值观嵌入在相应的运营流程中。在组织的知识共享中，不仅要共享专业知识，亦应重视对社会资本价值观的共享，帮助组织成员，尤其是帮助缺乏从知识协同中收益社会资本经验的年轻成员，对社会资本价值形成认知，树立积极的、正向的社会资本价值观。

4.2  在实践工作中积极深化社会资本中的角色内涵

    社会资本构建了人们在组织中的角色。虽然社会资本收益是组织内部知识共创的促进力，但不可忽视，在知识共享、知识共创中，人们对角色的构建与维护亦是重要的知识协同促进力，尤其是像中医等隐性知识特征突出的行业，组织成员互惠互利方面的价值实现能力不对等，高职业资历者的知识协同行为亦是对其在组织中重要角色的表达，常常表现为对角色义务的履行和角色责任的担当。组织应重视职业资历深者在组织中的角色感知和理想角色追求，激励其通过知识协同行为，发展其在组织中的角色。

4.3  授之以渔与示之以鱼

职业资历水平越高，社会资本存量所引发的心智模型构建自信、协作控制感知、共创影响力以及共创关系管理能力越强，直接实施知识共创的条件越充分；而职业资历浅者，则依赖知识共享这一中介路径构建并提升上述社会资本存量效应，奠定知识共创的实施基础。其次，在知识共享中，知识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特性导致知识共享程度越大、知识重叠越大，高势位者共创意愿下降。因此在组织内部，尤其是规模较小的组织内部，高水平职业资历者对通过知识共享实现知识共创的中介路径依赖弱，他们更偏好于直接的知识共创路径；然而职业资历水平低者则不同，他们一般处于知识低势位，知识共创依旧能够使得他们从高势位者处获得大量差异化知识，此外，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存量，职业资历低者需要借助于知识共享实现被知识共创组织者所识别、信任和认同。所以，职业资历低者更依赖知识共享的中介实现知识共创。

    在知识共享中，职业资深成员应注重对知识创造技能、方法的传授，帮助组织中的年轻成员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提高其对知识的个人再创造，保持知识的差异性。授之以渔，不仅提升年轻成员的知识基础，而且弱化了组织内部知识共享所形成的知识重叠，年轻成员对知识的再创造所形成的差异化知识，有利于组织内部知识共创的形成及绩效提升。在知识共享中，年轻成员在扮演知识接受者的同时，应积极向组织内部其他成员传递知识，形成有效的对外知识展示，促进组织内部成员对其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为知识共创的形成奠定基础。

示之以鱼，不仅是个人对外的展示，亦能够帮助年轻成员通过知识的总结、整理，促进知识的再创造。

4.4  强化内部共创，重视外部交流

过去的研究普遍强调组织内部共享的积极意义，而本文认为，组织内部的知识共创更应得到强化。知识共创不仅能够克服知识过度重叠、心智过度雷同的“组织化思考”问题[32]，而且能够提升个人的知识创造能力和组织的知识创造绩效。知识共享是重要的知识协同方式，但知识共创作为知识协同的重要绩效，应在未来的组织知识管理中得到强化。组织在日常运营中，应鼓励年轻成员在知识共享中积极成为知识提供方，并丰富组织内部不同层次的知识共创平台，鼓励组织中的年轻成员树立创新信心，提升知识共创意愿和能力，在知识共创中形成隐性知识的收益以及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知识共创在知识协同活动中比例的增大，不仅有利于组织成员知识创新的能力培养，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组织内部知识的差异化。

此外，在积极完善组织内部知识协同的基础上，组织应适当引入外部差异化知识，令组织内部知识呈现动态更新，从而维持并提升成员对内部协同网络社会资本价值的评估水平，强化内部协同的意愿。

4.5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实证部分采用的是医疗服务行业的截面数据，未来的研究可考虑采用其它行业的面板数据，以进一步丰富研究结论。未来研究亦可进一步研究社会资本不同维度对不同类型知识共创的影响机制，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Kaschig A, Maier R, Sandow A. The effects of collecting and connecting activities on knowledge creation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6, 25（4）: 243-258.

[2]Sulistiyani R，Harwiki W. How SMEs build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219:741-747.

[3]Nowacki R，Bachnik K. Innovations within knowledge manage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5）: 1577-1581.

[4]Lee Y N, Walsh J P，Wang J. Creativity  in  scientific  teams: unpacking novelty and impact[J]. Research Policy, 2015，44 (3):684-697.

[5]Murayama K, Nirei M，Shimizu H. Management  of  science,  serendipity,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scientists  in  Japan  and  the  U.S[J].Research Policy, 2015,44(4):862-873.

[6]Walsh J P，Lee Y N. The bureau cratization  of  science[J].Research Policy, 2015,44(8):1584-1600.
[7]WANG J. Knowledge creation in collaboration networks: effects of tie configur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6,45（1）: 68-80.

[8]陈旭升,董和琴.知识共创、网络嵌入与突破性创新绩效研究[J].科技对策与进步，2016,33(22):137-145.

[9]Nissen H A, Evald M R，Clarke A H. Knowledge sharing in heterogeneous teams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exemplified through public–private-innovation partnership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43:473-482.
[10]Alves H, Fernandes C，Raposo M. Value co-creation: concept and contexts of application and stud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69（5）:1626-1633.

[11]Chumg H F, Cooke L, Fry J，et al.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the virtual organization: employees’ sense of well-being as a mediating effect[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44:70-80.

[12]Chen Y H, Lin T P，Yen D C. How  to  facilitate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sharing: the  impact  of  trust[J].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4, 51（5）:568-578.

[13]Dyne L V, Graham J W，Dienesch R M.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construct re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37(4):765-802.
[14]陈信康,史伟,高维和.顾客公民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经济管理,2013( 9):189-199.

[15]Wang W T, Hou Y P. Motivations of employees’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a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J].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2015, 25（1）:1-26.

[16]Lombardo S，Cabiddu F. What's in it for me? Capital, value and co-creation practice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7,61:155-169.

[17]Fan J, Zhang P，Yen D C. G2G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government  agencies[J].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4,51（1）:120-128.

[18]Yan Z J, Wang T M, Chen Y，et al. Knowledge sharing in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a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erspective[J].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6,53（5）:643-653.

[19]史伟,陈信康.顾客公民行为研究：理论思辨与研究模型[J].软科学,2015,29(4):129-133.

[20]史伟,陈信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4,28 (11):81-87.

[21]薛捷,张振刚.技术与市场环境动荡中企业创新学习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98-104.

[22]Kohtamäki M, Partanen J. Co-creating value from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lationship learning in supplier-customer interac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9:2498-2506.

[23]Medlin C J，Törnroos J Å. Interest , sense making and adaptive processes in emerging business networks：an Australian biofuel case[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43(6):1096-1107.

[24]Ghobadi S. What drives knowledge sharing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J].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5,52: 82-97.

[25]MAČIULIENĖ M，SKARŽAUSKIENĖ A. Evaluation of co-creation perspective in networked collaboration platform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69（11）:4826-4830.

[26]REYPENS C, LIEVENS A，BLAZEVIC V. Leveraging value in multi-stakeholder innovation networks: a process framework for value co-creation and capture[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6,56:40-50.
[27]Stenroos A L，Jaakkola E. Value co-creation in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 dyadic perspective on the joint problem solving proces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2,41（1）:15-26.

[28]Skilton P F，Dooley K J. The effects of repeated collaboration on creative abrasion[J].

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 2010,35 (1):118-134.
[29]张永成,郝冬冬.开放式创新下的知识共同创造机理[J].情报杂志,2011,30(9):132-138.

[30]陈飞翔,张黎,胡靖.知识扩散场的建立与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23(2):253-257.

[31]Edmondson  A C，Nembhard  I  M.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project 

teams: the challenges are the benefits[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9,26(2):123-138.
[32]Cooke N J, Salas E, Cannon-Bowers J A，et al. Measuring team knowledge[J].Human Factors, 2000,42（1）:151-173.

[33]Kazadi K, Lievens A，Mahr D. Stakeholder co-creation dur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identifying capabilities for knowledge creation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 69（2）: 525-540.

[34]杨志敏，老膺荣，范宇鹏，等.基于中医知识特点,引入知识管理,探索中医传承新模式[J].科技管理研究,2010(16):161-163.

[35]刘军.管理研究方法：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史伟（1972—），男，籍贯（省市），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营销和知识管理；申俊龙（1952—），通信作者，男，籍贯（省市），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



假设1b











社会资本价值观

















知识


共创





假设2





假设1a





知识


共享





假设3b





职业资历





假设3a





0.438**














知识


共创











社会资本价值观





0.271**





知识


共享





0.818**





－0.044*





职业


资历





0.071**





图2  研究假设的路径分析








